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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明确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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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摘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宪法对监察工作与刑事诉讼的共同要求，《刑事诉讼法》将其确立为

基本原则，监察法立法和学理却没有明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应当是《监察法》的基本原则，

这是法律开放性特征的体现，也是监察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遵循宪法规范和监察工作规律

的必然要求。承认国家权力的平等性是合理展开配合与制约原则的理论前提，在具体策略上，应当淡

化监察权运作的特殊性，尽量在既有立法和理论框架内解决监察机关融入刑事诉讼的程序问题。立法

应当细化配合条款，同时适当扩张解释公诉权的影响力，增加制约措施，探索打破对监察制约乏力僵

局的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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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宪法条款的差异 
展现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为《监察法》，其他法

律文本亦循此例)是构建全新监察体制的核心法

律文件。在宣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尤其

强调立法的类型化、逻辑化和体系化[1]，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与其他

已有制度的互通共融是设置监察规范的重中之

重，“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当

前重要的改革举措，不仅应当注重其自身的制度

建设，更应当重视相互间的促进作用、保障作用

与协调发展”[2]。制度初创，难免存在一些立法

疏漏和理论分歧，其中《监察法》和《刑事诉讼 

法》形式上均将《宪法》要求的“分工负责，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作为其基本原则，但实质态

度却有显著差别，属于兼容性矛盾的典型例证。 

2018 年修宪之后，《宪法》有两处“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的表述：一是第 140 条刑事诉讼

国家专门机关关系的界定，要求“分工负责，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追究犯

罪、保障人权。二是第 127 条规定监察机关办理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其他机关“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监

察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律，宪法条款需要被

严格遵守，两部法律确实分别复述了“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的宪法规定，然而相同内容却有着截

然不同的地位。在《刑事诉讼法》中，自从 1979

年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设定为

基本原则以来，历经三次修法均没有变动。《监

察法》形式上也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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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本原则的位置，但无论是官方解释还是主

流学说，都没有明示其是《监察法》基本原则，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地位并非不

证自明。 

原理的疏忽相较于制度的缺漏更加隐蔽，已

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内

涵的解读，尚无对这一内容定性、定位及影响的

系统专论。笔者提出，《监察法》“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条款意义重大，应当被明确为基本原则，

应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为始发点，进

一步深入研究监察法的原则体系，将会对完善监

察法的本体论大有裨益。 

 

二、监察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地位模糊的样态描述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位处《监察法》前

部(第 4 条)，形式上具备鲜明的原则特征，内容

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原则的指导性、全程性和概括

性，基本原则地位理应确定无疑。但因为监察改

革是重要的体制性调整，《监察法》篇幅有限，

条文较为粗疏，立法对原则体系的描述并不清

晰，影响了学界对“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条款

的性质判断，引发了定性模糊的尴尬局面。 

(一) 立法表态多次调整 

法律原则决定了法律制度的性质、内容和价

值倾向，是内容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导向作用

明显。一直以来，在法律文本前部用专门条款直

接列明法律原则是我国的立法惯例，与《监察法》

关系密切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民法

典》等代表性法律莫不如此，《监察法》亦不例

外，在第 4 条和第 5 条罗列了法律原则的基本  

内容。 

然而，我国不设置条标的立法习惯给解读法

条带来了一定困扰。“条标用精炼的语句体现法

条的内容，使读法人一目了然自己所需了解的法

律知识，为读法人提供阅读的方便。”[3]某些情况

下，条标缺失会引发外界对条文内容的巨大争

议。例如，学界一般认为《刑事诉讼法》第 17

条外国人犯罪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是一项原则，

也有学者提出这一条款应该只是一项具体制度，

“实际上是管辖制度的内容，因此，也不宜确立

为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4](41)。《监察法》正陷于

这种窘境，法律没有直接表态第 4 条是否属于基

本原则，为争议埋下了伏笔。更为重要的是，在

立法过程中，《监察法》对配合与制约的态度一

直不明，曾经出现“一波三折”式的反复，特别

是立法者的释义直接定性该内容为“工作机制”

而非“原则”，让人更加难以窥得立法者的确切

态度。 

第一阶段，立法前期论证时支持将配合与制

约作为基本原则，但表态并不坚决。据姜明安教

授介绍，“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并不是起草法

律时议定的基本原则，《监察法(草案)》一审稿甚

至没有规定这一内容，二审稿虽然增加了相应 

条款，但内容与最终通过的条文也并不一致，没

有将“执法部门”纳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的对象[5]。由此可见，在立法者的方案中，这一

原则并非从一开始就不可或缺，一直在调整与   

变动。 

第二阶段，审议草案时的立法说明确立了基

本原则地位。2018 年 3 月 13 日，李建国副委员

长向人大代表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草案) 〉的说明》(下文简称为《说明》)，将

该法第 4 条和第 5 条界定为基本原则条款，其中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

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是官方认定的六个原则之一。这种姿态

虽然鲜明，但由于《说明》仅仅是立法的过程性

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并且草案从提交审议到

最终表决通过又经历了不小的调整，故而《说明》

可以被认为是对配合与制约地位的一种阶段性

认可，却无法代表官方的最终意见。 

第三阶段，立法后的权威释义否定“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定位。立法者界定《监察

法》第 4 条是“关于监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

以及与其他机关相互配合制约机制的规定”[6](64)。

可以看出，该权威释义认为第 4 条应当被分解为

两个部分，并非整条都是监察工作原则，配合与

制约被定性为“工作机制”，与“原则”相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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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停留于制度层面，具有局部性和程序性

的特征，而“原则”的全局性指导意义更强，两

者差异明显。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立法者实质

上否认了配合与制约的基本原则地位。 

综上，《监察法》规定了“互相配合，互相

制约”条款，但立法态度不明，从法教义学的视

角，无法直接认定“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已经

成为《监察法》的基本原则。 

(二) 学理研讨尚未形成统一观点 

虽然已有明文规定，但大多数时候法律原 

则的名称、含义和影响等内容仍然需要学者的归

纳和总结，因此学界的意见非常重要。然而，配

合与制约的重要性还没有赢得理论界的广泛  

认同。 

一方面，对配合与制约应当成为基本原则的

研究并不充分。学者普遍承认配合与制约的重要

性，但是认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价值与

赞同将其列为《监察法》基本原则并非同一议题。

在当前，即便是支持将其作为基本原则的代表性

学者，也仅仅只是从工作机制层面阐释配合与制

约的重要性，并没有系统论证其必须作为基本原

则的详细理由[5]。 

另一方面，不少观点回避了对配合与制约的

定性表态。例如，同一著作在绪论部分提出“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是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原则，

正文展开时却又与官方释义保持一致，论述基本

原则时刻意剔除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内

容[7](8,36)。此外，还有学者更进一步，概括出《监

察法》“坚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坚持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保障当事人合法

权益”三个基本原则，一定程度上否认配合与制

约的原则地位[8]。或者仅仅同意“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是“宪法关系”，并不认同其应当成为

《监察法》的基本原则[9]。 

由此可以认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尚

没有成为研究者公认的《监察法》基本原则。值

得关注的是，此处的质疑并非是孤例，刑事诉讼

领域也出现过类似情景，“配合与制约”原则曾

经被作为抨击《刑事诉讼法》1996 年修法不当的

武器之一，“有的学者认为不符合现代刑事诉讼

的规律，因而主张修改或者废除”[10](22)。即便这

是一个宪法条款，也有论者坚持要求删除这一原

则，“对于宪法规定的不完善的内容如三机关关

系的规定更不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在目

前一时难以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在刑事诉讼法中

回避该规定，也不失为一种技术性策略”[11]。学

界之所以质疑配合与制约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

地位，主要是因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与控

辩审“等腰三角结构”的理想诉讼模式存在一定

的冲突，以致司法实践屡屡出现配合有余、制约

不足的乱象，与“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改革

的关系也是纠缠不清，理论上仍需要进一步的证

成。诚然，监察工作与刑事诉讼有本质差异，《监

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法律功能也有很大不

同，但就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协同合作而言，监

察工作与刑事诉讼有很多相同之处，刑事诉讼法

配合与制约原则遭遇的质疑应当引起监察法研

究的足够重视。 

 

三、明确“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原则地位的必要性分析 

 

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树立为基本原则

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在保障《监察法》法

理先进性的同时，也是新体制下顺利推进监察工

作的重要助力。 

(一) 凸显法律开放性特征的必然需要 

我国反腐败立法采用党内法规和国家监察

双重推进模式，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内法规建

设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全覆盖已经形成。对公职

人员的监察一直面临覆盖不够、办法不多、监督

不力的困境。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一条腿长一条

腿短，不利于监察效能的实现”[12]。制定《监察

法》是补齐国家监督的关键一环，“监察法是反

腐败国家立法，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

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6](29)。 

法律来源于社会，作用于社会。马克思指出，

“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

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

表现”[13](292)。与党内法规相比，开放性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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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重要特征之一，《监察法》的优势在于覆

盖面更广，影响范围更大。事实上，法律制定伊

始，我国就对新时代监察工作的开放与合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监察委员会并不是开展监察工作

的唯一国家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形成合力是贯

穿于监察法立法始终的重要指导精神，“要求党、

国家机构和公共部门职能、政策、标准、流程更

优化，资源更整合，权责更协同，监督监管更有

力，运行更高效”[14]。 

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和理念的集中体现，各

个重要部门法莫不强调法律原则的重要性，如

“自 1907 年瑞士民法典以降，大陆法系国家或

地区的民事立法日趋重视民法典的价值宣示功

能——在民法典中明定民法基本原则”[15]。《监察

法》是聚焦监察体制改革的第一部专门立法，将

配合与制约确立为基本原则可以更好地彰显国

家基本法律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印证党

规与国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各有分工、协同共

进的基本格局。 

(二) 强化监督制约监察权的重要手段 

监察权是重要的政治权力，从根本上改变了

“一府两院”的政治权力结构，搭建了“一府一

委两院”的新框架。“监察权作为国家强权，如

果得不到有效制约，必然存在着扩展和被滥用的

风险”[16]。从权力形成之日起，党和国家已经考

虑到监察权的监督制约问题，《监察法》第 8 条

和第 9 条清晰地要求，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

督。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

其监督。 

根据监督制约的一般原理，除了组织监督和

上下级内部监督，多元化的外部监督更加重要，

更具有公信力，“对新监察机关的监督制约，其

实不外全民(公民)、党委、人大、其他平行国家

机关等四个方面的监督机制，还有一方面综合监

督机制”[17]。与其他单位和个人相比，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政府机关与监察机关直接发生业

务联系，且拥有较强的能力，具备外部监督制  

约的良好条件，理应成为监督制约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写入《监察

法》基本原则，能够表明监察权坦然接受外部监

督制约的姿态，对提升其权能正当性有着重要 

意义。 

(三) 遵循监察工作规律的正当要求 

监察场域并非是监察委员会独立运作的封

闭系统，监察机关在按照自设逻辑行动的同时，

也与其他机关发生联系，“当我们考虑各种交叉

连接的制度时，我们就称其为规则系统。……，

规则的秩序可以是计划出来的，也可以是自发形

成的”[18](170)。如果不加以必要限定，任由监察

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肆意运作权力，则它们之间

“自发形成”的关系在科学性和稳定性上可能有

较大安全隐患，我们需要在原则层面精心“计

划”，编织严密的规则网络，以保障系统的科学

运转。 

《监察法》承担了这种“计划”职能，兼具

组织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三重属性，其中第三章、

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程序性条款占据了法

律六成以上的篇幅。程序法律重在执行，强调工

具性和实用性，法律实践千变万化，立法不周详

而导致程序无法推进并非危言耸听。据此，程序

法中的法律原则尤为重要，它们需要承担起桥梁

和中介的职能，将正义、秩序、自由等最一般、

最核心的思想准则与具体诉讼行为规范性之间

进行关联，地位不可或缺[19](110)。配合与制约就是

对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关系的准确描述，是

对工作规律的有益总结，从修补规则缺陷、引导

监察工作实践的角度，应当承认其基本原则的 

地位。 

可借鉴的是，因为配合与制约对程序运行具

有特殊作用，刑事诉讼法高度认同“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原则，即便屡有非议，但其原则地位

长期屹立，没有动摇。从另一个角度，刑事诉讼

法四十年来一直坚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监察法在理论上没有做好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径

行否定“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地位，

既不科学更无必要。 

(四) 尊重宪法的自然选择 

宪法是监察法的制定依据，监察法应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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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宪法的足够遵循。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

上，反复强调遵守宪法更是落实依宪治国的时代

要求，“让宪法和法治精神渗透到灵魂深处，确

保各项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运行”[20]。 

在具体行动上，各部门法应当明示对宪法的

尊重，“宪法对部门法的立法的约束可以概括为

两个方面：‘内容形成’和‘越界控制’。前者意

味着，立法者必须考量宪法的哪些规范构成了对

该部门法的委托，宪法在此领域设定了何种国家

目标，要求达到何种基本权利保障标准”[21]。  

2018 年修宪时涉及监察法的条文内容虽然较多，

但基本上是关于组织机构的规定，仅有第 127 条

对监察机关权力运行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独立

行使权力，二是配合与制约。这两者均是典型的

“内容形成”，是宪法对监察机关权力运行机制

的基本约束，地位特殊。监察法应当给予高度重

视，从遵循宪法要求的角度考量，监察法不应当

降低配合与制约的地位，有必要将“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设定为连接宪法与监察法的纽带，表

明监察法对母法的彻底遵从。 

 

四、“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现有 
规范述评 

 

虽然“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地位并

不牢固，但由于监察工作的实际需要，《监察法》

在多处设置了配合与制约的内容，这些规范基本

勾勒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实施体系，

理论定位和现实需要出现分野。同时，也因为宏

观指向并不清晰，影响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原则展开的科学性。已有相关立法可以总结出以

下三个特点。 

(一) 配合与制约的重心在于办理职务犯罪，

对职务违法的规定较少 

根据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是对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

两种类型案件的共同要求，在条文安排上，查处

职务犯罪是配合与制约条款的主要作用领域，此

处监察机关不得不更多依靠与其他国家机关的

协作。而监察机关在查处职务违法上占据主导性

地位，对配合与制约的要求相对较低。 

具体而言，《监察法》第 11 条、第 19 条、

第 20 条、第 23 条等规定了监察机关可以独立完

成职务违法的调查工作，基本无需其他国家机关

配合，自然也无法产生权力间的制约。更为重要

的是，根据《监察法》第 45 条，监察机关还独

享处置职务违法的实体性权力。纵观整个流程，

仅在通报相关组织等个别程序环节，以及委托他

人处置违法情节较轻的公职人员等实体内容处

与其他国家机关发生联系。 

查处职务犯罪则完全不同，监察机关仅仅是

查处工作的前端，后续的程序和实体工作均由刑

事诉讼专门国家机关完成，监察程序和诉讼程序

前后衔接，在立案、调查措施、审查起诉、法庭

审判等多个环节密切对接，配合与制约条款多达

15 条。这也是今后优化落实“互相配合，互相制

约”原则的重点领域。 

(二) 配合与制约主要发生于监察机关与检

察机关之间 

《监察法》有 15 处提及“检察机关”或“人

民检察院”，直接规范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工

作关系。如第 11 条是“互相配合”工作关系的

基础性条文，该条第三项设定了监察机关履行处

置职责的四种情况，其中第三种为“对涉嫌职务

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

提起公诉”，搭建了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职务

犯罪追诉上互相配合的基本框架。第 45 条、第

46 条和第 47 条对第 11 条进行了细化，较为清晰

地规定了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证明标准、移送内

容、后续强制措施等细节性内容。 

比较之下，《监察法》仅有 4 处提及“法院”

或“审判机关”，除了第 34 条要求法院发现违法

犯罪线索应当移送之外，两个机关再无业务上的

直接关联。而在刑事诉讼法中，监督和制约的规

定普遍存在，已经构建起交叉式规则网络，仅就

侦查机关与审判机关两者关系，就有《公安机关

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在第 72 条、第 176 条、

第 256 条、第 288 条、第 290 条等条款对侦查人

员出庭作证、自诉案件交接、公安鉴定人出庭、

证据移交和缺席审判特殊情况通报等做出了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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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规定。不难看出，妥善构建监检衔接机制是两

法衔接的紧急工作，也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的主体内容。 

(三) “配合较多、制约不足”的问题开始  

显现 

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

不足”的现象备受诟病，被视为配合与制约原则

的主要弊端之一，此现象在监察法立法中也开始

初见端倪。 

《监察法》有 14 个条文与“互相配合”直

接相关，其中第 4 条、第 11 条、第 24 条、第 28

条、第 29 条、第 30 条、第 43 条、第 45 条、第

46 条、第 47 条、第 48 条和第 34 条等 12 个条文

是为了保障诉讼正常进行的一般性配合，第 31

条和第 32 条是便于准确追究犯罪的量刑性配合。

这些规定较为详尽，例如在第 31 条列举了涉嫌

职务犯罪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五种具体情况，并

且还设立了“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情形”的兜底

性条款，已经囊括了司法实践中的常见情形。 

《监察法》全文仅有第 47 条属于制约条款，

即关于监察案件补充侦查和不起诉的规定。即便

在这一条款中，“互相制约”的“互相”也非常

单薄，监察机关显然处于强势地位。《监察法(草

案)》第 45 条曾经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准备不起

诉时，“应当征求监察机关意见并报上一级检察

机关批准”。这不仅让检察机关的制约几乎陷入

空转，甚至使得监察机关深度介入检察机关正常

的审查起诉工作，从权力分工的角度已属越权，

冲击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公理性规定，

并且还会影响不起诉的工作效率。由于争议过

大，最终在《监察法》二审稿删除了“应当征求

监察机关意见”的规定[22]。有学者对 768 起案件

实证分析后认为，监察法盛行“调查中心主义”

理念，特别是在非法证据排除、审前羁押等重要

诉讼制度中，监察机关的意见很少被驳回，司法

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难以开展有效制约几成事

实[23]。如何制约强势权力历来是立法的难点，需

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不太可能一蹴而就，

面对监察机关这样的强力国家机关，互相制约注

定不是一件能轻松达成目标的工作。 

 

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展开的未来面向 

 

如同前文所述，查处职务犯罪过程中的配合

与制约是今后立法的重点，本文将主要分析这一

领域的问题。“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具

体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宏观层面需要重视以

下四个要点。 

(一) 树立权力平等的配合与制约前提条件 

权力平等是配合与制约的基本前提，唯有平

等的权力才能流畅地配合与制约。学界对监察权

与其他国家机关权力关系的误解较多，因为监察

机关承担了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职责，有学者据

此推断监察权是处于优位的国家权力，衍生出相

关法律位阶也有高低之分的论点，“刑事诉讼法

虽然也是基本法，但作为诉讼领域的法律规范，

与监察法作为政治领域的法律规范相比，其在法

律体系中的从属地位不言而喻”[24]。 

上述观点并不准确，会干扰配合与制约的研

究方向。监察权是新设权力，权力细节并不十分

清晰，不过从立法展示的权力内容来看，并没有

表现出凌驾于其他国家权力的特质。在查处职务

犯罪时，监察权的主要出口是与公诉权衔接，进

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审判为中心”会倒逼位处

刑事案件追究前端的各个国家机关遵守刑事审

判的各项要求，在此场域中的监察权必然会受到

公诉权、审判权的钳制。《监察法》第 33 条与审

判证据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第 47 条退回补充侦

查等内容均说明公诉权和审判权在追究职务犯

罪时的权能地位并不低于监察权。 

笔者认为，无论对监察权的权力内涵如何解

读，都必须承认程序法视角下监察权与其他国家

权力之间的平等性。这一观点主要立足于权力平

等是刑事司法规律的本质要求，不可违背。在刑

事司法中，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居中裁判是公

认的理想诉讼模式。在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

公权力较为强势，控辩失衡一直是刑事诉讼的顽

疾，监察权承担职务犯罪查处职能以后有进一步

拉大控辩差距的现实风险。因此，无论在理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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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践上，都需要避免过分张扬监察权的作用，

更不能设定监察权优于其他国家权力，唯有如

此，才能维护诉讼平衡，避免动摇程序正义的  

根基。 

当然，监察权毕竟是特殊的国家权力，其权

力运作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刑事诉讼中的其他

国家权力，不宜将其强行纳入现有刑事诉讼运行

体系，矫枉过正的权力平等观亦不符合国情现

况。如，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应当积极介入监察

机关的调查行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

应具有及时性，不仅可以在之后的诉讼阶段以及

诉讼活动结束后进行事后监督，也应有权在诉讼

活动过程中进行同步监督”[25]。检察机关确实是

监督监察机关的最佳主体，但某些激进观点忽略

了此处监督对象新设、监督内容不明、监督手段

不确定等客观现状，仅凭“检察机关享有诉讼监

督权”的口号无法支撑检察机关介入监察调查措

施的整套理论。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很

早就尝试通过提前介入的方式引导侦查，时至今

日，这一工作机制仍然谈不上纯熟[26]。处置检警

关系的阻却因素还没有排除，在诉讼活动过程中

对监察机关进行同步监督的制度障碍只会更大。

这再次提醒我们改革只能小步快走，切忌冒进。 

(二) 坚持淡化监察权特殊性的配合与制约

思路 

监察机关介入会对传统刑事诉讼程序产生

一定冲击，但不宜夸大监察权对刑事诉讼的冲

击，不管以何种形式呈现，监察机关的调查权实

质上只能发挥出类似于侦查权的功能，主要活跃

在审判程序之前，对审判程序的直接影响较小。

为了尽快弥补法律漏洞，减少新增立法的工作

量，保证整个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稳定性，笔者

认为，在展开基本原则的策略上，应当淡化监察

机关的特殊性，尽力在现有刑事诉讼的框架内完

成监察权介入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  

例如，监察法认为，“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

件，应由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直接依法审查、

提起公诉，具体工作由现有公诉部门负责，不需

要检察机关再进行立案”[1](207)。据此，检察机关

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可以省略立案环节。问题

在于，即便是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质量较高，检

察机关利用立案程序进行程序性审查的意义不

大，但毕竟立案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更

是公认的刑事诉讼启动标志，职务犯罪类案件既

没有放弃这一程序的理论基础，也无客观需要。

如果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采用妥善

的方式设置立案程序，并不会过分增加诉讼成

本，不但保持了所有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一致

性，而且还在形式上对监察机关有着监督把关的

意义，整体效果利大于弊。 

此外，在一些未明确的细节事项上，淡化监

察机关工作的特殊性有利于较好地解释工作中

的疑难问题。例如，在“互相制约”问题上，《监

察法》第 47 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退回补充

侦查。龙宗智教授等学者敏锐地发现，一旦检察

机关退回补充侦查，随即会引发犯罪嫌疑人是否

由逮捕退回至留置，身份是否由犯罪嫌疑人转变

为被调查人，羁押场所是否需要调整等一系列连

锁反应[27]。再如，在“互相配合”问题上，有学

者提出监察机关搜集的证据可能并不适用刑事

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排除，理由是刑事诉讼法非法

证据排除条款仅明文禁止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

人的供述，并没有提到被调查人的供述问题，“监

察调查中非法获取‘被调查人供述’能否视为《刑

事诉讼法》第 56 条所言的 ‘犯罪嫌疑人供述’

显然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28]。笔者认为，

上述两种现象都产生于不当夸大监察工作的特

殊性。就前者而言，如果出现退回补充侦查，要

么从逻辑上将刑事诉讼思维调整为监察思维，将

办案程序倒流，当事人的身份由犯罪嫌疑人转变

为被调查人，如有羁押必要，其羁押性质应由原

先的逮捕或拘留变更为留置，此时引发的羁押地

点变更等后续问题可以通过变动诉讼文书、整合

办案场所等技术性调整加以解决。要么从便于实

践的角度，采取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配合办案的

方式进行处理。对于后者，可以通过目的解释的

方式进行释法来解决争议。《监察法》第 33 条提

出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

作为证据使用，调查阶段被调查人的“被调查人

陈述”在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自然也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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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人陈述”，而转变为“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供述”，此时排除在法理上并无障碍。这种

灵活处理的方法并非没有先例，《刑事诉讼法》

第 54 条规定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

作为证据使用，这些证据自然也要接受该法第 56

条非法证据排除的约束，司法实践并没有认为行

政执法获取的物证、书证与普通侦查程序获取的

证据有任何区别，学理也没有呼吁通过特别立法

解决行政执法证据转化问题。 

(三) 构建类型化的配合与制约规则体系 

《监察法》配合与制约条款失衡的现象应当

得到纠正。在总体思路上，应当争取细化现有“配

合”条款，同时通过变更单向制约为双向制约、

落实第 47 条退回补充侦查等做法，适当强化必

要的“制约”条款。 

《监察法》全文仅有 69 条，但有多达 14 个

条文规定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

的配合关系，加之以 2018 年《刑事诉讼法》在

第 170 条等处的修订，可以认为监察机关与其他

国家机关的“配合”体系已经基本建立。目前遗

留的问题更多是属于法律解释层面，如《监察法》

第 24 条、第 28 条、第 29 条和第 30 条依次规定

了公安机关协助监察机关搜查、技术调查措施、

发布通缉令和采取限制出境措施，此时公安机关

依据刑事诉讼法还是监察法进行程序操作？这

些细节在法律中并没有规定，《监察法》实施细

则又暂未出台，因此“配合”类条款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应当尽快细化规则，提升条文的可操   

作性。 

“制约”条款的主要缺陷在于条文数量严重

不足、措施有限。刑事诉讼法中能够体现公检法

三机关互相制约的程序安排较多，仅在公安机关

和检察机关互相制约方面：人民检察院可以对公

安机关非法收集证据提出纠正意见(第 57 条)；人

民检察院享有批准逮捕权(第 87 条)；公安机关移

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

定，公安机关认为不批准逮捕决定有错误的时

候，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复议或者复核(第92条)；

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有权

要求人民检察院复议或者复核(第 179 条)；等等。

相比之下，《监察法》有关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

互相制约的内容远远谈不上丰富。基于监察工作

的特点，不宜简单照搬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互相

制约的具体方式，但仅靠《监察法》第 47 条落

实 “互相制约”原则，既没有体现制约的相互

性，也难以彰显制约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可以

从下面两个方面丰富互相制约的内容。 

一方面，将单向制约转变为互相制约。《监

察法》中检察机关制约监察机关的表述比较清

晰，而监察机关制约检察机关的规定几乎付之阙

如。应当借鉴刑事诉讼法的有益经验，在采取强

制措施和不起诉这两个关键环节加入监察机关

制约检察机关的制度设计。具体制度可以设计

为，依照《监察法》第 47 条，监察机关移送案

件至检察机关之后，如果监察机关对检察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有异议的(如没有决定逮捕)，应当吸

纳《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精神，允许监察机

关提起复议或者复核
①
。这种规定能够与普通刑

事案件相呼应，填补检察机关在此类案件采取强

制措施制约上的空白。再如，可以参照刑事诉讼

法中对不起诉的制约规定，将第 47 条监察机关

对不起诉的监督方式由“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

院提请复议”调整为可以要求复议或者复核，从

而丰富监督形式。 

另一方面，适度扩展对监察机关的制约方

式。《监察法》确立了监督制约监察机关的基本

格局，无论是增加律师等新的监督力量还是增设

其他国家机关的新监督方法，目前理论和实践条

件均不成熟。笔者认为，当下较为可行的措施是

将“以审判为中心”对证据的高要求作为出发点，

合理扩大解释公诉权内涵，探寻对监察机关调查

工作制约的新方法。此观点是对《监察法》配合

与制约原则制度化的突破性探索，下文专门论 

述之。 

(四 ) 探索公诉权作为打破制约僵局的新  

路径 

在监察工作实践中，检察机关承担了与监察

机关的绝大部分对接工作，无论从法理还是实践

的角度，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都应当

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主体，但检察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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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持续存在。笔者认为应当创新监督理论，

通过公诉权而非诉讼监督权来实现对监察机关

的有效制约。 

其一，检察机关有必要和有条件承担监督职

责。王岐山同志指出，“信任和监督、自律和他

律辩证统一，没有监督的信任就等于放任。绝对

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是极其

危险的，这是一条铁律”[29]。合理的分工制约是

避免权力滥用的重要保障。在刑事诉讼中，检察

机关通过立案监督、批准逮捕、补充侦查等多重

手段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外部监督。在当

前，《监察法》的约束机制是“自体监督、内部

约束”为主，“异体监督、外部约束为辅”[30]，

在监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时，仅依靠《监察法》

第 47 条实现外部监督显然过于薄弱。 

鉴于监察机关调查行为不受刑事诉讼法的

直接约束，有论者谨慎地认为，“由于监察机关

调查职务犯罪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故检察机关

不具有对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活动进行监督

的权力”[31]。这种观点较为保守，调查行为没有

发生于诉讼阶段，故而检察机关不宜直接利用诉

讼监督权的名义对监察机关进行制约，但检察院

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没有改变，至少

检察机关仍然依据《宪法》第 134 条享有对监察

机关普遍意义上的监督权力。出于控制监督限度

的考虑，应当以公诉权作为检察监督的权力出发

点，作为查处职务犯罪时承上启下的国家权力，

为了保障工作流畅性，公诉权有必要发挥更大职

能。在办案实践中，检察机关也有条件通过对公

诉工作流程管控等较容易实现的制度手段开展

对监察机关的实质监督与制约。 

其二，制约策略应当以事后监督为主。因为

监察机关工作的相对封闭性，检察机关意图对监

察工作环节开展类似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立案监

督、批准逮捕等监督方式显然并不可行，否则会

引发检察权借机不当扩张的争论
②
，所以应当坚

持事后监督的基本思路。《刑事诉讼法》第 98 条

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侦查机关的违法活动通知

纠正。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待到条件成熟时，

尝试规定如果检察机关在后续的诉讼过程中发

现监察机关的调查行为违法，可以通过向上级监

察机关反映等方式对监察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

必要监督，此时检察机关行使的权力属性应当是

一般的法律监督权。 

其三，可以依托公诉权创新制约方式，探索

提前介入的新机制。监察调查阶段并非互相制约

的禁区，《2018—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

出“推动建立公安机关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

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笔者认为，

可以同步吸纳这一制度的合理内容，在审前阶段

构建监检关系的配合与制约新模式。公安机关听

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是为了在普通刑事案件

的诉讼中更好地实现公诉权，提升控诉质量，落

实“以审判为中心”，这种要求在职务犯罪追究

中同样存在。检察机关的审前主导和引导侦查是

一种柔性的工作交流方式，“只是希望建立起检

警双方的工作沟通，并不是对检警关系的颠覆性

变革”[26]。这一理论可以迁移到职务犯罪查处时

的监检关系，与引导公安机关侦查类似。探索检

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合作模式，对两个机关是一

种双赢的结果，是制约也是配合，可以成为两大

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创新的突破点。《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256 条第二款已经有

所探索，“经监察机关商请，人民检察院可以派

员介入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初步勾

勒了检察机关介入监察调查活动的工作框架。但

此内容与该条第一款检察机关可以派员介入公

安机关侦查案件的规定相比，在启动条件、介入

案件类型、介入领域和介入手段等细则上仍有一

定缺憾，可以继续补充完善。 

 

注释： 

 

①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章“强制措施”第

六节“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强制措施”没有提及这一

问题，仅在第 147 条似乎授予了监察机关在强制措施

上的救济性权力：“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犯罪

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本节未规定的，适用本规则相

关规定。”但这一规定并不清晰，笔者建议应当具体化。  

② 最新的例证为刑事诉讼法中增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

后，公诉权强制崛起，起诉裁量权明显扩张，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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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高度关注。参见杨开湘、谭雅文：《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中起诉裁量权的扩张与规范》，载《哈尔滨师范

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兰跃军、赵华亚：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的制度建构》，载《中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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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and restriction" in The Supervision Law 

 

CUI Kai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Mutual coordinating and mutual checking" is the common requir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for 

both supervision work and criminal litigation, established as a basic principle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but not clarified in the legislation and stimul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law. But “mutual coordinating and 

mutual checking" should b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Supervision Law. This manifest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openness of the law and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n the supervisory 

power, and most importantly, is the need of regularity of supervision and the constitutional norms. To admit 

the equality of state power i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reasonably developing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and restriction”. In terms of specific strategies, we should reduce the particularity of supervision power and 

solve the procedure problem of supervision agency being integrated into criminal litigation on the basis of 

legislation and within the theoretic framework of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In legislation, we should stipulate 

detailed cooperation articles. Meanwhile, we should attempt appropriate expansion into the influence of 

explaining the right of public prosecution, increase restriction measures in litigation to explore a new way pf 

breaking the impasse of weak supervision restriction. 

Key Words: cooperation; restriction; supervision power; public pro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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